
魔鬼在細節中
———王漁洋研究與

“手抄本文化”

嚴志雄

提　 　 要

本文結合中國傳統詩學、書畫藝術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的

一些觀念，探討有關清初著名詩人王士禛成名作《秋柳詩四首》

的一幅圖卷。由“社會能動性”的角度重新審視此圖卷的製作、

畫圖上的内容、觀看的活動，可突顯相關圖像、文字在“公”、

“私”領域中錯綜複雜的交涉互動，以及“意義”的流動不居。此

一新的體認，將問題化過往對“真假”、“虚構”、“歷史性”等義

域的認識與堅持。

關鍵詞：王士禛　 《柳洲詩話》圖卷　 手抄本文化　 社會能動性

整理古籍，先選擇“善本”（或最早，或最精良之本）以爲“底

本”，復搜求存世其他版本（所謂“對校本”、“參校本”）以相校

讎，比勘異同，考訂源流，鈎沉輯佚，逐一解决訛字、脱字、缺文、

異文、衍文等問題，最後爲讀者提供一“整理本”（或謂“定本”、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此中作業，中外皆然。於此“印刷文化”（ｐｒｉ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之術業，我國學者自清代以還，成績卓越。



就某一意義而言，製作最“精良”本書籍（ｂｅ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并倚藉其他社會條件、機制、資源，使之流通於公共、

社會空間（ｐｕｂｌ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與印刷品的文化權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互爲表裏，相互作用。

衆所周知，西方印刷文化於 １９ 世紀古騰堡（Ｇｕｔｅｎｂｕｒｇ）活

版印刷術發明以後始盛行，而於中國，個人“專集”———相對於

“選集”、“總集”，可視之爲一種“個人化作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之得以刊布，也要到 １６、１７ 世紀才普遍出現。於此

之前，文本、書册慣常以“抄本”、“寫本”（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的形式創

作、保存、分享、流通；即便在印刷文化盛行以後，抄本依然是文

本流通的重要方式。古人以及其社群對於“篋中集”可能會更

感親近、珍愛（最極端的例子，不妨想想《紅樓夢》中黛玉臨終焚

稿那動人的情景），以其可即可感，尚未分身十方世界。

過往西方學者研究文學性抄本（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與我

國學者無異，目的主要是爲古代作家編纂現代整理本出版。邇

來，學者對現代早期（主要是 １６ 至 １９ 世紀）文學遺産的研究形

成了對“手抄本文化”（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側重。於此研究視

域中，更著重觀察、理解抄本與其更廣大的、社會 ／文化現實的互

動互爲的關係，而抄本的製作與傳播亦被置放於種種“社會實

踐”（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中考量。相較於印刷本的流傳，手抄本被

認爲顯得更爲人性化，著重互惠互利、個人與小衆的參與及凝

聚，甚至帶有某些知識與社會的排他性。而對於存在於不同抄

本的“異文”（ｖａｒｉａｎｔｓ），研究者亦不再以正訛糾誤爲終極或唯一

的關懷（當然，這一層工作不會不做，而且做得絶不馬虎），而更

嘗試理解其於不同“私”（ｐｒｉｖａｔｅ）、“公”（ｐｕｂｌｉｃ）場域中的功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表演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社會能動性（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等等。〔１〕

手抄本文化研究的發軔與理論主張提醒了我們，文本、字詞

除了它的文學性、歷史性以外，還存在着種種認識論、知識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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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史、文化史、心態史、技術史、政治史的折射，有待重新認識

與挖掘。〔２〕

本文嘗試結合中國傳統詩學研究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的若干

方法、旨趣與範式，探討於民國年間重新發現的、有關清初王士

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１６３４—１７１１ 年）的成名作《秋柳

詩四首》的一幅圖卷、一首詩。圖卷上題寫有大段文字（約八百

字），被認爲是出自王士禛本人的手筆（見附圖）。圖卷上文字

與王氏傳世諸刊本中的相應文字頗有異文，而其中一部分不見

於王氏諸集，或是佚文。至於在民國年間重新發現的那一首詩，

乃王士禛從兄之作，與王氏的《秋柳詩》關係密切，而在此詩之

“手抄本”問世以前，讀者得見的，是王氏“訂正”過的版本，文字

多有改動之處。比勘手抄本與刊本的相關文字，復循其中異文

而思考各種文字樣態的生發環境、因由、目的、功能、遭遇，頗可

彰顯手抄本文化研究的一些側重點，并見出此一研究進路對探

討明清詩文的開拓性意義。

一、 流動不居的“聲”、“文”———《柳洲
詩話》圖卷與王士禛《秋柳》唱和詩

　 　 １９２６ 年，現代著名史學家、古史辨派創始人顧頡剛在福建

泉州購得一件題爲《柳洲詩話》的圖卷，引起廣泛興趣。顧頡剛

及其父顧柏年（子虬）於卷後有長段題跋，當時著名學者、教授、

顧氏門人亦多所題詠。〔３〕顧頡剛女、學者顧洪於 １９９３ 年發表

《記芬陀利室所藏〈王漁洋柳洲詩話圖〉卷》一文，對圖卷内容與

流傳經過作了具體介紹。〔４〕此圖卷現由顧頡剛後人收藏。

《柳洲詩話》畫面中心爲四人圍坐大明湖秋柳之下暢談，其

中一人當爲王氏。〔５〕畫面右下有兩書僮背琴捧卷侍立。圖左爲

湖水山石，左方偏下題有畫家署款。圖後另紙，有王氏書《秋柳

詩四首》之詩并序、曹溶（秋岳，１６１２—１６８５ 年）及朱彝尊（竹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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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９—１７０９ 年）之和作、嚴沆（１６１７—１６７８ 年）及陳伯璣（允

衡，？—１６７３ 年）之評語，其中文字與諸人今傳本所載者頗有異

文，别具參考價值，也大可視作“手抄本文化”研究的素材。

王士禛於圖上所書文字悉迻録如下（過録文、標點、方括號

内原缺字所補文見顧洪論文，筆者根據畫卷實物作了若干訂

正）：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

水面亭，亭下楊柳百十［餘株］，［披拂水際］，葉如微黄，乍

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態，予悵然有感。昔江南王子，感落葉

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僕本恨人，性多慷

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秋，望［湘］皐之遠

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未幾檇李曹子溶、秀水朱子錫鬯

先後寄遥和之作，□□陳伯璣嘆賞不置，好事者遂屬濼水宗

老繪成《柳洲詩話圖》見示，并欲予書詩于其上，會予奉揚

州司李之命，急束裝赴程，又性不奈小楷，强應以答二三君

子意，然□□予行半日矣。彷之東坡居士書《赤壁賦》於雪

堂以爲留别，幾何不令潘邠老昆季笑人也。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

祇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驄曲，夢［遠］江南烏夜

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凉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

江干黄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琅琊大道王。

（借用《樂府》語，桓宣武曾爲琅琊。）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

〔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盡，

霛龢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語西烏莫夜飛。往

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嚴子沆稱予此詩風調淒清，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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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烟。秋色〔向〕人猶旑

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

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和王司理秋柳之作　 　 秋岳居士潔躬曹溶

灞陵原上百花殘，堤樹無枝感萬端。扳折竟隨賓御盡，

蕭疏轉覺〔道途寒〕。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

正值使臣歸去日，西風别酒望長安。

同和　 　 竹垞朱彝尊錫鬯

回首秦川落照殘，西風遠影對巑岏。城頭霜月從今白，

笛裏關山祇自寒。故國尚憐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春

來已是傷心樹，猶記青青送玉鞍。

陳伯璣曰：元倡如初寫《黄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

如曹、朱兩先生者蓋少也。

貽上書于北渚亭。〔鈐朱文篆書“余亦澹蕩人”印一方〕〔６〕

上録王士禛題識中“順治丁酉秋”至“予悵然有感”一段，後

見士禛撰《菜根堂詩集序》：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

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

葉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

章，一時和者數十人。〔７〕

二本文字略有不同。

題識中“昔江南王子”至“以示同人”一段，大致與今見《秋

柳詩四首》詩前小序相同。士禛刊本《漁洋詩集》《秋柳詩》之

序云：

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

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楊柳，同《小雅》之僕夫；致托悲

秋，望湘皐之遠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爲我和之。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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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北渚亭書。〔８〕

二本文字固亦有若干異文，下面將集中探論二本中“性多慷慨”

與“性多感慨”二語的重要分别。

《柳洲詩話》圖後王士禛題識中“未幾檇李曹子溶、秀水朱

子錫鬯先後寄遥和之作”至本段結束的一段文字，不見士禛他

集，若確係士禛真迹，或應視作袁世碩近編《王士禛全集》（２００７

年）失收之漁洋佚文。

至於《柳洲詩話》後所載士禛之《秋柳詩四首》，則與其傳世

本基本上一致，并無異文，唯一要注意的是，士禛於第二首詩之

頸聯後添一注語，點明其詩語出典，此亦不見於刊本《漁洋詩

集》。

此外，《柳洲詩話》圖後所録曹溶、朱彝尊詩與二家詩集刊

本所載有若干異文，殊堪細味，容後討論。

（一）文學生産場域中的書寫事件

與詩人作爲“行動者”

　 　 順治十四年（丁酉，１６５７）秋，王士禛於濟南大明湖賦詠《秋

柳詩四首》，一時和者數十人，後之和者以百數，洵盛事也。王

士禛之詩名從此鵲起。明湖“秋柳社詩”及其後續之再創作（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詮釋、接受，允爲清代文學史上重要事件，而王氏之原

唱及其和作有無“故明之思”，當時及後世聚訟不休，迄今仍爲

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可見此一文學事件生命力之强、影響

之大。

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成於順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八月中，賦

詩地點爲山東濟南大明湖，正值“秋賦”（鄉試）之期。十五年

（１６５８），士禛赴京，五月應殿試，成進士，八月歸里。十六年

（１６５９）三月再赴京，十一月謁選得揚州推官，十二月將赴揚州

任，先歸里省親，歲暮抵家。十七年（１６６０）三月，啓程赴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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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９〕士禛於《柳洲詩話》圖卷上所作題記未署年月，然揆諸

本年士禛行踪及文中“會予奉揚州司李之命，急束裝赴程，又

性不奈小楷，强應以答二三君子意，然□□予行半日矣”云云，

及下款書“貽上書於北渚亭”，可知應爲士禛自新城赴揚途中

書於濟南大明湖北渚亭者（此正士禛三年前賦詠《秋柳詩》

之處）。

王士禛之賦《秋柳詩》，當時及後世諸家和作、賡作，不妨以

清代一樁不斷衍生的書寫事件（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認識之。此於士

禛於明湖賦詩，至《柳洲詩話》圖之製，及今再題詩并記於圖上

的過程，已可見其端倪。首先，此中有創作及再創作的熱鬧活

動。在原作産生的場地（順治十四年八月之明湖）已出現第一

波再創作。在《柳洲詩話》圖卷上士禛所書的詩序中，有“偶成

四什，以示同人”一語，此與後來“定本”（刊本《漁洋詩集》）有

異文，蓋後者於“以示同人”後，尚有“爲我和之”一語。士禛於

他處又敘述過此“成”、“示”、“和”的結果，云：“予悵然有感，賦

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可知當時和《秋柳詩》者已有數十

人，而“爲我和之”此一祈請句及其背後所反映的行動固是此次

再創作活動的一大驅動力。要之，“秋柳社詩”可説是由士禛啓

動、“策劃”，而士禛又全程參與的一次唱和活動。

當《秋柳詩》文本離開原作者、原産地，進入更廣大的讀者

群體後，王士禛就不一定能繼續“監製”《秋柳詩》的再創作了

（實際上，應該説大部分的《秋柳詩》和作都不是在士禛主導下

産生的）。王士禛作《秋柳詩四首》之後二年，歲在己亥（順治十

六年，１６５９），曹秋岳有《秋柳》詩之作，成於其年七、八月間，同

時朱竹垞有《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二家之

詠，乃今傳王士禛《秋柳詩四首》諸和作中較早且作期可考之

作。秋岳與竹垞於順治十六年詠《秋柳》詩以前，似未曾與士禛

訂交。秋岳和士禛《秋柳》詩之動機與因由，亦無從考究；至若

竹垞之詩，則可確知係爲和秋岳而作。曹、朱二人將和《秋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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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郵寄士禛，是自發的行爲，其時三人尚未締交、面晤。

王士禛又嘗言：“又三年（１６６０），予至廣陵（揚州），則四詩

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衆。於是秋柳社詩，爲藝苑口實

矣。”〔１０〕可見此組文本已從山東濟南進入“大江南北”，成爲其

時“文學生産場域”（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藝苑”）中的熱

門話題，引發爲數衆多的再創作，且已擁有原作者無法控制的、

自主的“生發動力”（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實際上，《秋柳詩》的

和作，并不止於原作出現的最初數年或士禛在世的年代（主要

爲順治、康熙二朝）。士禛殁後，《秋柳詩》的和作仍不絶如縷，

直到清末民初仍可見踪影。可以説，《秋柳詩》的和作，構成有

清一代詩歌創作的一個“小傳統”。

復次，王士禛的《秋柳詩》傳播後不久，對詩作的評論亦隨

之出現，從《柳洲詩話》圖卷上所載嚴沆及陳允衡的評語即可見

一斑。嚴沆評士禛《秋柳》詩其三云：“此詩風調淒清，如朔鴻關

笛，易引羈愁。”此評乃論詩之語言特色（尤其是其辭調情韵）及

其藝術效果者。陳允衡云：“元倡如初寫《黄庭》，恰到好處，諸

名士和作如曹、朱兩先生者蓋少也。”此評則除點出詩作的藝術

水平外，尚有比較、評論原作與和作高下優劣的意味。嚴沆、陳

允衡的評論是《秋柳詩四首》批評系譜的雛形，屬傳統詩話體言

精意賅的“印象式批評”（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士禛時人對

《秋柳詩》的品評大抵如此。自康熙、乾隆間人屈復（１６６８—

１７４５ 以後）提出《秋柳詩》之“本事”説後，《秋柳詩》的批評面貌

開始趨於複雜多樣，最後蔚爲大觀。《秋柳詩四首》很有可能是

有清一代單一詩作被評論最多的作品。

總而言之，《柳洲詩話》圖卷提醒我們，在《秋柳詩》這樁書

寫、傳播、詮釋事件中，王士禛除了是原詩的作者外，還須以一

“行動者”（ａｇｅｎｔ）視之。此處“行動者”一詞，强調王士禛積極

介入此一事件，影響、形塑此一事件的發展與樣態，并企圖製作

或控制此一事件的意義與價值。就其大者而言，王士禛於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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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寫下自己的詩及序外，還附録了二家和作、兩則評論，這意味

著王氏引導觀此圖者在觀看時留意原作者、其他作者，以及對己

作及他作的評價。而對他人的和作及評論的記録是有選擇的，

例如在《秋柳詩》的原産地“一時和者數十人”，但彼等之作没有

一首附録於此。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價值（或情感）判斷後的

結果。

（二）自我形象———“性多慷慨”，

還是“性多感慨”

　 　 《柳洲詩話》圖卷上繪畫王士禛與二三人“雅集”的景

狀———既命之曰“詩話”，圖中人悠悠而談的，自是詩歌，也許就

是諸《秋柳》詩———加上士禛於其上的手書題記，可謂詩書畫俱

備，將以一件甚爲優美文雅的物事呈現於世，甚或流傳後世。從

某一角度來看，這是王士禛一項有關自我形象（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的舉

措，而此一自我形象的經營，可在圖上的“文本細節”（ｔｅｘｔｕａｌ

ｄｅｔａｉｌｓ）中看出。

題記所録詩序“僕本恨人，性多慷慨”二句於後來的刊本中

作“僕本恨人，性多感慨”；“慷慨”與夫“感慨”，揆之於詩序上

下文，自然是後者文從字順，於義爲勝。此一異文，若非士禛一

時筆誤，就不期然流露出士禛某種“意欲形象”（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ｉｍａｇｅ）

了。“慷慨”，於義或通“感慨”，但“性多慷慨”云云，難免讓讀

者聯想到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中“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二

句；《文選》李善注引《説文》云：“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１１〕以

此理解，妙不可言。士禛題寫之時，不亦一“車馬客”，正首途南

下揚州路？而出任揚州推官，士禛悻然久之（大概因爲未得“與

館選”，點翰林庶吉士，留京做官），亦可謂“壯士不得志於

心”矣。

“慷慨”，又作性情豪爽解，《世説新語·賞譽》云：“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１２〕此一形象，亦當是士禛樂於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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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何以知之？請觀士禛於題記後所鈐閑章，其文曰：“余亦

澹蕩人。”“澹蕩人”，放達之人也，士禛此章乃借句於李白《古

風》其十之“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１３〕

若然士禛因受陸機詩句所影響而筆誤———這其實表示，其

時士禛心裏正充斥著陸機詩句所抒發的情緒———我們大可循之

而窺探士禛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態。若然士禛此時决定以“澹蕩

人”面世，遂改原作中“感慨”爲“慷慨”，則此舉絶對是自我形象

經營的舉措、行動者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作爲———傳統書畫

上所鈐閑章，乃個人情性、情志、身份的一種“隱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甚或“自我宣示”（ｓｅｌｆ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三）對政治敏感字詞的馴化———

“亡國”與“故國”之辨

　 　 今傳本曹秋岳和王士禛《秋柳詩四首》之詩題作《秋柳》，其

詞云：

灞陵原上百花殘，堤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客盡，

蕭疎轉覺道途寒。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

值使臣歸去日，西風别酒望長安。〔１４〕

朱竹垞《同曹侍郎遥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乃係和秋岳詩

韵者，云：

回首秦川落照殘，西風遠影對巑岏。城頭霜月從今白，

笛裏關山祇自寒。亡國尚憐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春

來已是傷心樹，猶記青青送玉鞍。〔１５〕

《柳洲詩話》圖卷手抄本所録秋岳詩“攀折”作“扳析”；“賓

客”作“賓御”。“扳折”通“攀折”，士禛或因於卷首已書一“攀”

字（“攀長條而隕涕”），至此遂以“扳”代“攀”，以避重字（對書

家而言，這幾乎是條件反射）。然而，秋岳詩“攀折”句似取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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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而原典“攀枝”寫作“扳枝”者，筆

者未之見。以此，若秋岳詩原文果作“攀”，士禛似不宜改字。

“賓御”或“賓客”於秋岳詩中二義皆通，毋庸深論。《柳洲詩

話》圖卷與《静惕堂詩集》所載秋岳詩有兩處異文，不影響詩意

詮釋，討論可暫放一邊。

《柳洲詩話》圖卷所録竹垞詩頸聯首二字爲“故國”，與今

傳竹垞《曝書亭集》本作“亡國”不同，且作“故國”者，亦僅見

於王士禛此手録。“亡國”與“故國”，一字之差耳，却大有玄

機在。

竹垞詩頸聯云：“亡國尚憐吴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結聯

云：“春來已是傷心樹，猶記青青送玉鞍。”竹垞詩首、頷聯之景

物、情韵一派秦川氣象，而頸聯上句“吴苑”一語出，却驀地將詩

中的觀看焦點轉移至江南吴地。轉得急，加之前著“亡國”一

語，甚至險、奇，耐人尋味。竹垞詩此聯或承秋岳詩“灞陵原上

百花殘，堤樹無枝感萬端”，“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

看”而來。就秋岳“月斜”、“霜落”一聯言，幾許零落、無依之感

固有之，但難以言亡國意象；竹垞詩句則斬釘截鐵，其所用事典，

應爲南唐後主李煜（９３７—９７８ 年）亡國次日舉族冒雨乘舟，被押

赴宋京時揮淚賦詩事。據馬令《南唐書》載：宋將破都城金陵，

南唐亡國。次日晨，李煜倉皇辭廟，舉族冒雨登舟赴宋闕。煜渡

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吴苑宫闈今冷落，

廣陵臺殿已荒凉。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

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１６〕

李後主亡國而得此驚心動魄、肝腸寸斷之詩，不幸耶？幸耶？

竹垞以“吴苑”對“灞陵”，秋岳則以“灞陵”、“堤樹”對舉。

秋岳詩既詠《秋柳》，“堤樹”固易予人“隋堤柳”之聯想，而“隋

堤柳”於詩詞傳統中，已有用爲亡國意象者，竹垞本可言“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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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切柳之故事。然竹垞詩頸聯上句第六字應落仄聲，“堤”字

平聲，不協，而“吴苑”之“苑”字仄聲，協該位置平仄。此或竹垞

下此一語之原因。“吴苑”與“灞陵”堪稱妙對，而以“亡國”二

字領起，更妙，用事穩妥痛快。甚或竹垞早已存心要落“亡國”

二字，乃順勢祭起“吴苑”，亦未可知。無論如何，“亡國”一語，

與李後主望“吴苑宫圍”、“廣陵臺殿”而泣下賦詩事甚切。

固然，《柳洲詩話》圖卷本竹垞詩“故國”二字亦屬穩妥。後

主《虞美人》有句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

中。”〔１７〕又，《子夜歌》句云：“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１８〕此

後主詞中名句，爲讀者所熟稔者也。以此，“故國尚憐吴苑在”

句與後主舊事、文詞呼應，堪稱允當。而後主《虞美人》又有所

謂絶命詞之傳説。陸游《避暑漫抄》云：“李煜歸朝後，鬱鬱不

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

‘小樓昨夜又東風’。并坐之，遂被害。”〔１９〕或云宋太宗聞後主

《虞美人》詞，忌之，遣人賜“牽機藥毒酒，後主遂被害，死後追封

吴王”。〔２０〕

承上所述，“故國”云云，乃出於後主入宋京後“日夕只以眼

淚洗面”———甚或命危時———之慘澹日子，而“吴苑”云云，乃其

“歸爲臣虜”之際，揮淚賦詩時所用之意象。由是觀之，竊以爲，

“故國”一語或較雅馴，然若以“吴苑”所繫連之時、地、情景一并

考量，仍以《曝書亭集》本“亡國”一語於義爲勝。

設若竹垞詩原本果作“亡國”，而士禛題寫圖卷時，徑改之，

易爲“故國”，除文辭優劣去取的考量外，尚有他意否？

筆者曾於他處指出，王士禛《秋柳詩四首》流播之後，和作

者衆，然亦頗有僅借題發揮，貌合而神離者，原作與和作的關係

已漸行漸遠，秋岳與竹垞“遥和”士禛《秋柳》之作即其例也。〔２１〕

雖然秋岳與竹垞之《秋柳》詩與士禛之原唱關係已不密切，其詩

本身却無論文辭或是寓意都耐人尋味。要之，曹、朱之詩成於一

個政治相當敏感的時刻———順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八月中。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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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鄭成功於七月圍困金陵，東南大震，已而鄭師敗潰，撤出長

江，八月十五日前後抵浙境。其時，秋岳正行游於杭州、山陰一

帶。鄭軍放棄攻打長江口崇明島，揚帆而去後不久，秋岳與竹垞

有《秋柳》詩之賦。

明清易代之際，秋岳乃所謂“貳臣”，讀其詩而見其詩中人

獨立蒼茫，感觸萬端，似欲説還休，文辭背後，掩藏待發之覆，而

其時尚爲“遺民”之竹垞正扮演着一知音人，爲秋岳發皇心曲。

竹垞與秋岳之詩構成一對話與辯證關係（ｄｉａ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要言之，在竹垞的“再創造”中，秋岳詩中“灞陵”

的喻旨由與“賓客”傷别，黯然銷魂之意，一變而爲宛如《樂府·

關山月》之從軍久戍，傷離怨别，且朔氣金柝中，有兵革苦辛之

音。竹垞“出位之思”之最甚者，莫過於其言“亡國尚憐吴苑在，

行人只向灞陵看”。此“亡國”之意藴於秋岳詩字面上無之，秋

岳詩中人“向灞陵看”時，不禁興發“灞陵原上百花殘，堤樹無枝

感萬端”之喟嘆，而“正值使臣歸去日，西風别酒望長安”許是其

黯然神傷之所繫，心緒依違於“望長安”（新主，滿清）與“向灞陵

看”（舊主，明朝）之間，糾結難解。

竹垞詩承寫此傷心之人，竟置彼於江南吴地（依其出典，實

乃金陵）與秦川灞陵之間。此中之象外象、意外意非同小可。

邦國云亡，此人見“吴苑宫闈”、“廣陵臺殿”而哀慟於“四十年來

家國，三千里地山河”；西風殘照，此人首途之時，所徘徊凝睇

者，灞陵原上之漢家陵闕。竹垞乃藉此暗示，世人或以“西風别

酒望長安”之“貳臣”視秋岳，而其心中實有隱痛，故國舊君之

思，未曾去懷。總之，秋岳與竹垞《秋柳》之詩成於本年秋鄭明

水師敗退長江之際，而秋岳與竹垞“傷心”於此秋復明運動之功

敗垂成，“亡國”云云，寄托遥深，感慨萬千。〔２２〕

此後數月，王士禛於京謁選得揚州推官。翌年春，下江南，

赴揚州任，途中應“二三君子”之請，爲書其《秋柳詩四首》於《柳

洲詩話》圖卷。其實，“好事者”又何止繪畫、請書之人？士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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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後“小楷”己作，又附録秋岳、竹垞詩，想必甚愛賞之。而士禛

命筆之際，易竹垞詩中“亡國”爲“故國”，此又“理”之所必然

也。何以云之？若書“亡國”，怵目驚心，難保不落人話柄，改寫

“故國”，“政治正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矣。王士禛興朝新貴，

仕途方開，行事能無所忌諱？

二、 “止”與“亡”———《漁洋山人精華録》、
《徐詩》二集“刊”與“不刊”的歷史
性與“去歷史性”

　 　 我一直在思考“事”與“義”、文本與“世界”之間的關聯問

題。文本、文辭不是“意義”的全部，它們呈顯的，有著來自其本

身機制的可能限度、制約，以及作者刻意的形構與過濾。文字示

現的是它所能承載的極限與完滿，但其背後，隱藏著成就它的、

限制它的、更複雜紛紜的意義體系與網絡。文本、文字没有意

識、情感，終極而言，只是一串又一串的“符號”，使之具有思想、

情感的，是背後的作者。

“作”，《説文》云：“起也，从人从乍。”〔２３〕作，起也，爲也，始

也，生也。“人”好懂，而“乍”，《説文》云：“止也，一曰亡也，从

亡从一。”〔２４〕作者，是在“生”與“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兩端之間作用著的“行動者”。兩千年前漢代許慎留給我們的

字書，竟爾具有極其現代甚或後現代的啓蒙意義。“作”，真是

一個教人迷惑的字。我們要記得的是，記憶與遺忘（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ｖｉｏｎ），總是同時發生，尤其是以文字作爲媒體。

明清文學性文本（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ｅｘｔｓ）迷人之處（也是其作爲研究

素材極具挑戰性之處），就是在字面以外，存在著賦予其形狀

的，關於作者、其生成條件、其歷史世界的，極爲豐富、複雜的信

息。考量、探究這些文本的意義，不能無視其背後的世界，但同

時，即便是這背後世界的總和，亦不足以褫奪文本的生命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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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就我們關注的文本而言，作者同時是行動者。行動者介入

世界，爲文本製造存在的空間、意義與價值，并藉之企圖改變世

界的動力構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職是之故，有必要把行

動者置放在不同的“世界”及意義的“場域”中來理解、重構；不

同的場域又有不同的結構、能量，需要分别處理，但同時，又應嘗

試整合的工作，從局部向整體邁進。固然，無論如何努力整合，

其結果終究只能是片段、片面的，如人的記憶，如文本的記憶。

無論如何，爲了更精準地探索詩人的經驗、情感、意志，我們

有必要細察詩人在不同意義場域（空間及時間）中的受想行識，

并思考由此而導致的、或隱或顯的情、思、習性如何與當下的文

本相互作用，産生具有“意義效應”的關係———“魔鬼在細節中”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可有位先生却想斷絶我們通往文本、文化、歷史記憶的甬

道———那是漁洋本人。

三、 “詩中無人”側論

王士禛的同鄉後學趙執信（伸符，１６６２—１７４４）在其《談龍

録》中曾對王士禛之詩論及詩作提出批評，對王氏有“詩中無

人”之譏。〔２５〕

“詩中無人”云云，乃指於文辭構築、呈現中，“抒情主體”

（ｌｙｒ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或“道德主體”（ｍｏ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并不顯著，作者的

情、思、面貌難以捉摸。簡單而言，“詩中無人”也可以理解爲：

文本中關於作者或作品寄意的提示并不具體、充分，甚或刻意隱

藏了與作者或文本相關的事實。

以下擬就王士禛晚年對己作《秋柳詩四首》的前序以及他

對其從兄遺詩的處理，窺探王氏如何刻意造就“詩中無人”的景

况和印象。

王士禛晚年，門人爲編刻《漁洋山人精華録》，康熙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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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７００）刊行，士禛時年六十又七。《精華録》收入《秋柳詩四

首》，却略去詩前小序。有證據顯示，士禛與門人就書之目次、

内文、版式曾有往來書信反覆討論。〔２６〕《秋柳詩四首》爲王士禛

成名之作，儼若一代“傳奇”，若非乃師授意，弟子又焉敢妄動此

段文字？既命之曰《精華録》，顧名思義，就是王士禛詩作的精

選集；士禛一生賦詩三千餘首，《精華録》選入千餘（噫，此“精

華”亦可謂富矣）。《秋柳詩四首》的原序至少可被看作王士禛

本人對其詩創作的時、地、因緣，以及詩中的氣氛情韵的提點

（是否“一廂情願”先置之不論）。删却此序，無疑是奪去後之讀

者可以據而理解詩作内容的若干重要信息，乃王士禛（通過門

人）“去歷史化”（ｄ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ｅ）的一個舉措。《秋柳詩》成於

１６５７ 年，四十餘年後，作爲行動者的漁洋山人對此一書寫、傳

播、接受事件再一次———就某一意義而言，甚至可視之爲最重要

的一次———干涉，企圖控制、固定它的意義以及它傳播於當時後

世的“物質性”面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那無法削改的、刊刻板印在紙

頁上的、行將流通於公共領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的“物態”。

除了《秋柳詩四首》詩序中如“僕本恨人，性多感慨”，“丁酉

秋日，北渚亭書”等語直接透露了士禛本人其時的情緒、行踪，

此或與士禛神韵詩學對“遠”的追求不無抵觸外，也許士禛已顧

慮到後之讀者難免會結合原序與詩而對詩後的“本事”作出種

種臆測、詮解，難以洗脱其《秋柳詩》乃爲“吊明”而作的嫌疑，故

有上述删序之舉。若果真如此，王士禛的憂慮不是没有道理的。

王士禛殁後七十餘年，《秋柳詩四首》幾乎惹起一場文字風

波，危及王文簡公（士禛諡號）的身後名。乾隆間軍機大臣管世

銘（１７３８—１７９８）曾作《追記舊事》詩詠此一事，云：

詩無達詁最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注，

幾令耳食禍漁洋。（其一）

詩後小注云：“秦人屈復注王漁洋《秋柳詩》，泥‘白下’、‘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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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帝子’、‘公孫’等字，妄擬爲憑吊勝朝，最爲穿鑿。”又：

語關新故禁銷宜，平地吹毛賴護持。辨雪仍登天禄閣，

三家詩草一家詞。（其二）

詩後小注云：“丁未（１７８７）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

他山（慎行）三家詩及吴園次（綺）長短句内語疵，奏請毀禁，事

下機庭集議。時余甫内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

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

草》絶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

報可。”〔２７〕

“新故”者，自是故明；“語疵”、“違礙”，指語言表達了故明之

思，或有與清朝悖逆之詞。無論王士禛的《秋柳詩》是否寓有故國

之思，從别人可摘取字句，幾羅織成罪這一現象看來，就足可證明

《秋柳詩》的語言系統的確與其時更廣大的“遺民性詩學”（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ｉｓｍ）話語系統有著某些微妙的交集。〔２８〕

王士禛對己作的改動也許可以理解，但他的“掩藏”行動還

延展至與“秋柳社詩”相關的、他人的文本，而其動機，可能與上

述種種不盡相同。

《漁洋山人精華録》刊行前二年，王士禛爲從兄徐夜（東痴，

１６１４？—１６８５ 年）輯刊遺詩爲《徐詩》（詩有士禛的圈點、品

評）。〔２９〕《徐詩》卷二有《再題阮亭秋柳詩卷》一首（次《和阮亭

秋柳四首》後）。徐夜此詩，乃爲士禛所携歸明湖諸《秋柳》和詩

之一，爲《秋柳詩卷》所題之詩，書於《秋柳詩卷》卷尾，藉之頗可

想像士禛及諸名士於明湖賦詠《秋柳》詩時之情景。

民國年間，徐夜後人曾輯《徐詩》集外詩，與《徐詩》一并刊

行，是爲《隱君詩集》。《隱君詩集》收有一詩，讀之始恍然知上

述《再題阮亭秋柳詩卷》二百餘年前之本來面目。《隱君詩集》

所收徐詩題《貽上濟歸爲言一時名士觴咏之樂并示〈秋柳集〉詩

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册》，應即《徐詩》所收《再題阮亭秋柳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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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稿。二詩并録如次（粗體及底綫爲筆者所加）：

王士禛《徐詩》本《再題阮亭秋柳詩卷》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　 　 　

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

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

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爲姿亦漫愁。

阮亭好詠劉采春“‘清江一曲柳千條’絶句”。〔３０〕

《隱君詩集》本《貽上濟歸爲言一時名士觴咏之樂并

示〈秋柳集〉詩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册》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

一時感遇垂條木，八月驚逢落葉秋。

詩寫柳惲何句好，賦同王粲使心惆。

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如斯亦漫愁。

貽上每好誦“‘清江一曲柳千條’絶句”。〔３１〕

此詩《徐詩》本與《隱君詩集》本有一處重要異文。《徐詩》

本頷聯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隱君詩集》本

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八月驚逢落葉秋。”王士禛改徐夜此詩共

七處（含題、詩内文、注），以此聯之改動最重要。王士禛《秋柳

詩》序末但言“丁酉秋日北渚亭書”，讀徐夜原詩可確知“秋柳社

詩”發生在“八月”，對後之研究者而言，此一消息不可謂不重

要，以筆者聞見所及，此爲最早述及“八月”此一時間點的第一手

文獻。而徐夜原詩“落葉”云云，顯係應士禛原詩序首二句“昔江

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而發（徐詩此聯上句“一時感遇垂條木”亦

顯係應士禛詩序三、四句“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而發），經士

禛一改，此一互文（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唱和”關係遂湮没無聞矣。

就詩論詩，王士禛改得好，更爲靈動幽遠。然而，如此一來，

徐夜原詩所保存的關於“秋柳社詩”的重要信息以及與士禛《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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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詩》文本的互文性關係却不復踪影，亦不復徐詩的本來面貌

了。王士禛改徐夜詩，應該是出於藝術追求，是其“神韵”詩學

在起作用。“行動者”的作爲，不必出於深思熟慮，乃“習性”

（ｈａｂｉｔｕｓ）所使然，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早就説過。

再者，《隱君詩集》本徐詩頸聯云：“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

粲使心惆。”二本中“憐”、“同”之異，無關要緊，可置之不論。王

士禛改“柳惲”爲“白家”，却讓人側目，蓋柳惲（４６５—５１７ 年）乃南

朝齊梁時詩人，而白居易（“白家”）（７７２—８４６ 年）則中唐詩人，不

僅年代懸隔，詩風亦迥異，豈可“柳冠白戴”？王士禛此一改動，或

有格律要求上的考量在。徐夜詩原句“詩寫柳惲何句好”平仄的

布置爲“平仄仄仄平仄仄”，第四字“惲”仄聲，嚴格而言，未免爲小

疵，此處宜下平聲字。王士禛《徐詩》本此句作“詩寫白家何句好”，

平仄爲“平仄仄平平仄仄”，“家”字平聲，糾正了徐詩的“聲病”。

此外，徐夜此詩乃跋士禛與諸名士所賦之《秋柳》詩者，惟

柳惲似無詠柳之名篇傳世，是以原詩此句稍不切題，而白居易詠

柳之詩甚夥，其《楊柳枝》（“永豐西角荒園裏”）已成古今詠柳

詩常用典實，王士禛《秋柳詩四首》其二末聯“若過洛陽風景地，

含情重問永豐坊”即化用此典。由是觀之，王士禛之改“柳惲”

爲“白家”，似乎也合情合理。

然而，王士禛對徐詩頸聯的改動，亦如其對頷聯的訂改，對

後之研究漁洋者而言，原詩含有若干關於王士禛早歲詩學好尚

的消息，改字之後，泯没不存矣。揆諸徐詩原本頸聯上下句“詩

寫柳惲何句好，賦同王粲使心惆”，乃比士禛之《秋柳》於柳惲之

詩及王粲之賦，間接透露了士禛早歲嘗熟習此二家詩文。意者

徐夜以“柳惲”之名入詩，除“柳”字切士禛賦《秋柳》事外，尚揭

出《秋柳》詩與柳惲詩存在著某些關聯之意。

柳惲原有《柳吴興集》，十二卷，久佚，少量詩文散見於《藝

文類聚》、《初學記》、《玉臺新詠》，近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

北朝詩》輯録柳惲詩十五題十八首。〔３２〕士禛早年讀到的柳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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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無從確考，或亦諸總集中所載之作而已。關於柳惲詩，

《南史·柳惲傳》中有一段文字，值得細味：

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

“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

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

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

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３３〕

傳中所載“亭臯”、“壠首”一聯見柳惲《搗衣詩》（收入《玉臺

新詠》、《古詩紀》等），原詩固閨怨、思婦懷遠一類作品，與士禛

《秋柳詩》的體類、寓意無甚關涉，但“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一

聯若孤立來看，與士禛《秋柳詩》詩前小序的情韵、意境却又有幾

分相似，特别是序中這些片段：“感落葉以興悲”，“致托悲秋，望湘

皋之遠者”，“丁酉秋日，北渚亭書”。柳惲詩和士禛詩序都借句於

《楚辭·九歌·湘夫人》首四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而柳惲“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二句（原見其《從武帝登景陽樓詩》），亦見秋樹、池水的意象。

如此看來，徐夜詩對“詩寫柳惲”與士禛早歲詩學好尚，甚

或《秋柳詩》的某些特徵的提點是有一定價值的，對後之研究者

而言，或非“雞肋”。王士禛易“柳惲”爲“白家”，使之合律，自

是無可厚非，但如此一來，原詩所傳遞的某些重要資訊亦如羚羊

掛角，無迹可求矣，去取之際，不無遺憾。

復次，《隱君詩集》本徐詩末聯爲“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如斯

亦漫愁”。句後注云：“貽上每好誦‘清江一曲柳千條’絶句。”王

士禛《徐詩》本作：“誰人愛唱清商曲，春月爲姿亦漫愁。”句後注

作：“阮亭好詠劉采春‘清江一曲柳千條’絶句。”徐夜此聯及句後

注具體地拈出一首王士禛早歲酷愛的唐人絶句，即，《柳枝詞》：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别，

恨無消息到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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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人對此絶評價甚高，如胡應麟（１５５１—１６０２ 年）《詩藪》

云：“晚唐絶如‘清江一曲柳千條’，真是神品”；〔３４〕又云：“晚唐

絶‘清江一曲’爲冠”。〔３５〕王士禛時人施閏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 年）

《蠖齋詩話》云：“有一口直述，絶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又云：

“此等著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３６〕

至於此詩的作者，衆説紛紜，或謂乃劉禹錫之作（惟劉集中不

載）；或謂爲歌伎劉采春之作；或謂爲劉采春女周德華之作；或謂詩

乃本白居易《板橋路》詩而濃縮成四句（白詩本六句）以入樂。〔３７〕

讀徐夜詩及注，可知王士禛早歲好誦此有“柳千條”意象之

晚唐絶句。徐夜或於此暗示，士禛之賦《秋柳》，及其多愁善感，

并非偶然，乃其“習性”之流溢也。至於士禛增添徐夜詩注數

字，讀之可知其以劉采春爲此絶作者，此對了解漁洋之文學主

張，亦有一定助益。

四、 結　 　 論

《柳洲詩話》圖卷上所載王士禛的文字，除少量外，悉見於

王氏以後刊刻的集子，而各集中相應的文字，除《秋柳詩四首》

外，都有若干不同之處。一般而言，我們會認爲，這也許是王士

禛偶然記誤或筆誤所致，又或是由於各段相關文字再出現時語

境稍有不同，在文理、文氣、内容的考量下，個别字詞、語句難免

有所調整。這種種都是合理的推測。而實際上，也許我們可循

此再進一步思考，《柳洲詩話》圖卷這個“語境”（ｃｏｎｔｅｘ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有何特别之處？請嘗試論之。

本質上，在圖上繪畫漁洋與二三子於“柳洲”談詩以及漁洋

於卷上題寫上述文字這兩個藝術創作行爲（畫、書）是不可能重

複的（也不太可能塗抹、修改），而在畫與書完成後，《柳洲詩話》

圖卷成爲一件至少在理論上不可以複製的、獨一無二的“手抄

本”。《秋柳詩》的賦詠、“詩話圖”的繪製、題寫《秋柳》詩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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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次性”的表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故而它們存在的本質是一

種“現在式”的“時態”（ｔｅｎｓｅ），充滿“臨即感”（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

畫圖要再現的是漁洋與二三子談詩的情景，一個時空凝住、時間

與空間不會再延展的“在”（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ｂｅｉｎｇ）。此後漁洋在圖後

書寫下《秋柳詩》的創作及今題識的因緣、四詩的文字，以及其

所引起的反應（和詩、詩評）。觀圖者在觀看、欣賞時，會依着題

識的内容以及筆觸的神韵、結構、順序，以重構、“觀想”漁洋書

寫時的活動，漁洋儼然就在圖卷前，不止“過化存神”，圖上的筆

迹就是漁洋物質性的、永久的、“現在式”的存在。

上述“現在式”的存在本質與圖卷的另一特徵互爲表裏，

即，圖卷上文字的“口語性”（ｏｒａｌｉｔｙ）。文首所引述見於漁洋後

來詩文集的二段文字構成漁洋題寫圖卷的前半段文字（即“順

治丁酉秋”至“以示同人”一段），於此一氣呵成，毫無接縫之感。

最堪玩味的是題記的下半段：

未幾檇李曹子溶、秀水朱子錫鬯先後寄遥和之作，□□

陳伯璣嘆賞不置，好事者遂屬濼水宗老繪成《柳洲詩話圖》

見示，并欲予書詩於其上，會予奉揚州司李之命，急束裝赴

程，又性不奈小楷，强應以答二三君子意，然□□予行半日

矣。彷之東坡居士書《赤壁賦》於雪堂以爲留别，幾何不令

潘邠老昆季笑人也。

根據考證，《秋柳詩》成於 １６５７年；曹、朱郵寄和詩，事在 １６５９

年；〔３８〕“濼水宗老繪成《柳洲詩話圖》”，實際上應發生在 １６５７ 年

《秋柳詩》創作後不久（圖左下方有落款：“順治丁酉秋七月濼水

〔王〕□”），而在曹、朱１６５９年贈詩及“陳伯璣嘆賞不置”之前。此

中所涉及事件的時序、發展與王士禛上述者有所不同。

上述題識中敘述的錯亂旁人不容易發現，因爲漁洋所述作

詩，至曹、朱和詩，至陳伯璣賞評，至好事者倩人作圖，至請漁洋

題詩其上，這個“作業流程”、事態發展在漁洋“敘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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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ｕｔｈ）的脉絡裏顯得合情合理，頭頭是道。不過，與其

説漁洋故作狡獪，扭曲事實，不如説在一個“口頭”表述的環境

下（而且紙上空間有限，漁洋又趕着上路做官去），過多的細節交

代并無必要，可以省略、裁剪，甚或重新組織，以達致出口成章、順

理成章的效果。這段文字中“未幾”、“遂”、“并”、“會”、“又”、

“然”等連接、轉接詞除了把各事件所涉及的實際時間大大壓縮

外，還造就了一個不容置喙的邏輯力量與語言暢順感。至本段

末，漁洋還不忘説幾句幽默的話：“仿之東坡居士書《赤壁賦》於雪

堂以爲留别，幾何不令潘邠老昆季笑人也。”倘若觀者看圖、題識

至此而莞爾一笑，漁洋的“演説”（ｄｅｌｉｖｅｒｙ）就可算成功了。

也許可以説，圖卷存在的目的與意義來自人們的觀看，而觀

圖所引起的反應或意義效應發生在畫圖作爲“對象”（ｏｂｊｅｃｔ）以

外的社會空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漁洋似乎對《柳洲詩話》圖卷的

“社會能動性”相當明白，也相當在意。也許漁洋就是刻意利用

此一“表演 ／感知”的場合（ａｎ ａｇ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把自我形象從“感

慨”之人滑轉至“慷慨”之人。至若朱彝尊《秋柳》和詩中“亡

國”一語，在同志、同好、特定社群中不失爲一“危險的愉悦”，但

在自己即將進入社會、公衆空間的“手抄本”中，却是“不合時

宜”、不宜出現的，“現在”會影響到“將來”，尤其漁洋現在已算

是置身在新朝文官系統（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的軌道上了。社會能動性

的考量似乎也可以解釋漁洋晚年爲何授意弟子在出版《漁洋山

人精華録》時略去《秋柳詩》的前序，而其時，除了政治氣氛及其

身爲清朝高官（雖然其時漁洋已致仕居鄉）的顧忌外，也許漁洋

已在爲自己的身後名（甚或子孫的安危禍福）籌計了。清詩之

“一代正宗”焉能有“故明之思”？

至於漁洋對從兄徐夜詩的改動，大概就是一時技癢而已。他

簡直是把别人的“手抄本”當成自己的“手抄本”來處理、“加工”，

把自己神韵詩學的追求强加於别人身上。當然，在這事上，漁洋

占有絶對的優勢，一則徐夜已殁，不能提出抗議，一則漁洋是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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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詩”邁向刊本《徐詩》（從手抄本變爲印刷品，從私轉向公，

從無名而至獲得身後名）這個過程中的編輯者與出資者。

田曉菲在其所著《塵几録———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

中説：“從晉到宋的五六百年間，多少異文由於抄寫者和編者無

心的忽略與有意的排除而失落？而開始提出和思考這些問題，

究竟意味著什麽？”她認爲：“至少有一點十分清楚：在文本平滑

穩定的表面之下，律動著一個混亂的、變動不居的世界。這就是

手抄本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一般讀者無緣知曉，因爲它只在

少數殘存的早期異文中留下些許痕迹，而就連這些痕迹，也常常

遭到編者無情的删除。”〔３９〕的確如此，本文以民國年間重新發現

的一幅圖卷、一首詩爲研究素材，比勘相關異文，思考相關問題，

一步一步走進文詞（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背後那紊亂而又豐腴的文化、歷史

世界中，對“傳世本”背後的那些作者，加深了了解以及不了解。

王士禛於《柳洲詩話》圖後所書文字（作者攝）

（作者：“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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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可參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Ｆ． Ｍａｒｏｔｔ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Ｆ．

Ｍａｒｏｔｔ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Ｂｒｉｓｔｏｌ，ｅｄｓ．，Ｐｒｉｎ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牶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 １ ２６。

〔２ 〕　 以手抄本文化作爲參照系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近著，可看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Ｔｉａｎ，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牶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Ｄｕｓｔｙ Ｔａｂｌｅ（Ｓｅａｔｔｌｅ ＆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中譯本爲作者自譯，即田曉菲

著：《塵几録———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 年）；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Ｔｈ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７． ２ （Ｄｅｃ． ２００７）：２９５ ３２６；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

Ｂ． Ｎｕｇｅｎ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ｉｎ Ｗｏｒｄｓ，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Ｐａｐｅｒ牶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ａ（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０）。另

可參余欣著：《博望鳴沙———中古寫本研究與現代中國學術史之會通》（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緒論”，頁 １—４４。

〔３ 〕　 題詠者自 １９２６ 年冬陳衍起，至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顧柏年止，共十九人。顧頡剛先

任教於厦門大學，１９２７ 年轉任廣州中山大學教席，故諸人題詠，地點亦先厦

門，後廣州。

〔４ 〕　 顧洪：《記芬陀利室所藏〈王漁洋柳洲詩話圖〉卷》，《文獻》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

頁 ６１—６９。

〔５ 〕　 漁洋圖像傳世或見於著録者不少，不下二十幅，而以此《柳洲詩話》圖卷爲最

早。漁洋圖像的系統研究，可參毛文芳：《揄揚聲譽：王士禛的畫像題詠》，

《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２００８ 年），頁

４６１—５４８。

〔６ 〕　 顧洪：《記芬陀利室所藏〈王漁洋柳洲詩話圖〉卷》，頁 ６１—６３。

〔７ 〕　 清王士禛：《菜根堂詩集序》，《蠶尾續文集》，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

集》（濟南：齊魯書社，２００７ 年），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８ 〕　 清王士禛：《漁洋詩集》，《王士禛全集》，卷 ３，頁 １８８。

〔９ 〕　 本文對王士禛生平事迹之掌握，多參蔣寅：《王漁洋事迹徵略》（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清王士禛：《菜根堂詩集序》，《蠶尾續文集》，《王士禛全集》，頁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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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册），卷 ２８，頁 ９ｂ。

〔１２〕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註：《世説新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１０３５ 册），卷中之下，頁 ４ａ。

〔１３〕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０６７ 册），

卷 ２，頁 １２ａ。

〔１４〕　 清曹溶撰：《静惕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清代詩文集彙

編》，第 ４５ 册，影印清雍正三年［１７２５］李維鈞刻本），卷 ３３，頁 ６ｂ—７ａ。

〔１５〕　 清朱彝尊撰：《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９ 年《四部叢刊》正

編，第 ８１ 册，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重印），卷 ４，頁 １０ａ。

〔１６〕　 宋馬令撰：《馬氏南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４６４ 册），卷 ５，頁

１１ａ。《全唐詩》載此詩題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見《御定全唐詩》（《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４２３—１４３１ 册），卷 ８，頁 ４ａ。

〔１７〕　 《御定全唐詩》，卷 ８８９，頁 １０ｂ。

〔１８〕　 同前註，頁 ８ａ。

〔１９〕　 清鄭方坤撰：《五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１４８６ 册），卷 １，頁

２５ｂ引。

〔２０〕　 同前註，卷 １，頁 ２５ａ引《默記》。

〔２１〕　 請參拙著：《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付梓中），第 ３ 章。

〔２２〕　 同前註。

〔２３〕　 漢許慎撰，宋徐鉉增釋：《説文解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２２３ 册），

卷 ８ 上，頁 ６ｂ。

〔２４〕　 同前註，卷 １２ 下，頁 １７ｂ。

〔２５〕　 於此一端，論者已多，最新近者，可參蔣寅著：《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頁 ７２７—７３２。

〔２６〕　 可參清王士禎著，惠棟、金榮注，伍銘點校整理，韋甫參訂：《漁洋精華録集

注》（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９２ 年）“點校説明”，頁 １—３；又：書中附録“王貽上

與林吉人手扎”，頁 １５５６—１５６３。

〔２７〕　 清管世銘撰：《韞山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清代詩文集

彙編》，第 ３９３ 册，影印清嘉慶六年［１８０１］讀雪山房刻本），卷 １６，頁 １ｂ。

〔２８〕　 相關的理論問題，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聯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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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公司，２０１２ 年），頁 ８—２０。

〔２９〕　 《徐詩》似輯成於 １６８３ 年前後，惟當時未果刻。《徐詩》最終刻行，已在 １６９８

年前後。

〔３０〕　 清徐夜撰，王士禛批點：《徐詩》（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９７ 年《叢書集

成》三編，第 ４３ 册，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影印），頁 ７ａ。

〔３１〕　 見武潤婷、徐承詡校注：《徐夜詩集校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頁 ３１５。《徐夜詩集校注》所據底本即爲《隱君詩集》。

〔３２〕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梁詩》卷

８，頁 １６７２—１６７８。

〔３３〕　 唐李延壽著：《南史》（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 年），卷 ３８，頁 ９８８。

〔３４〕　 明胡應麟撰：《詩藪》（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５８ 年），内編卷 ６“晚唐

絶如‘清江一曲柳千條’”條，頁 １０５。

〔３５〕　 同前註，内編卷 ６“初唐絶‘蒲桃美酒’爲冠”條，頁 １０６。

〔３６〕　 清施閏章著：《蠖齋詩話》，收入《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唐人絶句”條，頁 ３９７—３９８。

〔３７〕　 可看宋尤袤著：《全唐詩話》，收入清何文焕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

局，１９８１ 年），卷 ４“滕邁”條，頁 １６０；又：明胡應麟撰：《詩藪》，内篇卷 ６“唐

妓女多習歌一時名士詩”條，頁 １０８。

〔３８〕　 請參拙著：《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

〔３９〕　 田曉菲著：《塵几録》，頁 ５。英文本見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Ｔｉａｎ，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 ７．

５６２魔鬼在細節中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ｕ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Ｈ． Ｙｉ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ａ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ｃｒｏｌｌ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ｏｅｍｓ ｏ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Ｗｉｌｌｏｗｓ”ｂ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ｅｎ． Ｉｔ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ｃｒｏ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ｓ，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ｚｅ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ｔｒｕｅ ｏｒ ｆａｌｓ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ｅｎ，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ｃｒｏｌｌ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ａｌｋ ｏｎ ａ

Ｗｉｌｌｏｗ Ｉｓｌｅｔ”，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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